
区域贸易协定中环境规则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双重视角

符大海　 　 曹　 莉

摘要： 本文在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向深度一体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通过构建各

国区域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深度指数， 利用扩展的结构引力模型， 从贸易创造和

贸易转移双重视角全面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中环境规则对各国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

色产品出口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 随着环境条款深度的提高， 区域贸易组织成员

方之间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均显著下降， 且该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

强。 异质性分析显示， 缔约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质量和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则的

贸易效应有重要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 缔约方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

出口会随着缔约方与非缔约方的环境保护条款加强而增加， 表现出明显的贸易转移

效应。 这些结论对各国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来实现本国对外贸易的绿色转型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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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 加强世界各国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紧密合作， 寻求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在区域贸易

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ｓ） 中纳入环境规则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

系。 在过去二十年中，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和承诺深度不断加

深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６ 年之前， 全球签署的 ＲＴＡｓ 中就有约 ８５％的协定包含了环境规

则 （Ｍｏｒ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１］。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 “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并在 《 “十四五” 对外贸易高质

量发展规划》 中提出 “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的战略目标， 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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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外贸绿色转型方面的坚定决心。 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对

出口结构的影响， 对于优化我国贸易结构， 助力 “双碳” 目标实现， 以及构建高

水平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 自 Ｖｉｎｅｒ （１９５０） ［２］开始， 国内外学者就对 ＲＴＡｓ 的贸易效应展开了

长期深入研究。 早期文献重点关注 ＲＴＡｓ 中关税减让引致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

应， 在实证中主要通过设置 ＲＴＡｓ 虚拟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ＲＴＡｓ 囊括的条款逐渐向边境后规则延伸， 涉及诸如竞争政策、 知识产权保护、 环

境保护等非传统领域， 呈现出深度一体化的显著特征 （Ｄü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３］。 学者

们随之开始从 ＲＴＡｓ 协议文本出发， 根据覆盖的规则领域和条款的具体内容， 建立

更全面的 ＲＴＡｓ 深度指标来进行实证研究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４］； Ｍａｔｔｏ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５］）。

近年来， 学者们从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异质性和贸易产品异质性的角度出发， 对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 但结论并不一致。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减弱了缔约方内部宽松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比较优势， 限制了缔约方

之间的贸易。 如 Ｍｏｒｉｎ 和 Ｒｏｃｈｅｔｔｅ （２０１７） ［６］发现 ＲＴＡｓ 中的部分环境条款会限制贸

易， 产生贸易保护的作用。 Ｂｌüｍｅｒ 等 （２０２０） ［７］实证研究发现， “进攻性” 和 “防
御性” 环境条款都会抑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 Ｂｅｒｇｅｒ 等 （２０２０） ［８］ 发现， 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减弱了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

生产和出口上的比较优势， 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显著下降。
然而，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有助于增强缔约方绿色产品部门的

竞争力， 使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从污染密集型产品向环境友好型绿色产品转型。 如

Ｐｒａｋａｓｈ 和 Ｐｏｔｏｓｋｉ （２００６） ［９］发现， 将环境规则融入 ＲＴＡｓ 可以促进环境友好型创新

和先进技术在缔约方之间的传播。 Ｂｒａｎｄｉ 等 （２０２０） ［１０］ 使用结构引力模型实证发

现，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鼓励了缔约方绿色产品的出口。 孙玉红等 （２０２１） ［１１］ 使用

相同的方法， 发现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了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成员国环境产品的出口。

此外， 还有学者针对中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

验。 如王俊等 （２０２０） ［１２］使用多种计量模型证明了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中国绿色清

洁产品进口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 王俊等

（２０２１） ［１３］进一步考察了中国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异质性， 实证发现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

推动中国清洁产品出口规模和种类的增长， 加速出口产品结构的转换。 韩剑等

（２０２２） ［１４］使用产品层面的数据实证发现， 包含强制性环境规则的 ＲＴＡｓ 显著降

低了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促进了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出口， 有利于优化中

国的出口结构。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ＲＴＡｓ 环境

规则的贸易效应， 但从协定文本异质性的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贸

易效应的文献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跨国溢出效应尚未得到足够重

视。 本文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垂直深度数据库构造了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的深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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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扩展的结构引力模型， 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双重视角， 利用跨国面板

数据实证分析了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 与现有

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充分考虑了 ＲＴＡｓ 深

度一体化的现实趋势和协定文本的异质性， 使用扩展的结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环

境条款深度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额的影响。 第二， 进一步考察了各缔

约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质量和制度质量对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贸易效应的差异化

影响， 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第三，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缔约方之间贸易的影响， 即环境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 却忽视了

环境规则可能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衡量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贸易

转移效应的实证模型， 同时检验了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通过成本效应影响缔约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首先，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提高了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

条款会根据缔约方之间就环境问题所做出的承诺进行明确、 具体的规定。 高标准的

环境规则会提高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和贸易壁垒， 从而减少其出口到目

标市场的种类和数量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１５］。 其次， 缔约方在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

压力下倾向于提高国内环境标准 （Ｂｒａｎ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６］， 例如 ＲＴＡｓ 中有关制定

高标准的环境保护目标的规定， 以及要求缔约方加强资源保护、 环境治理和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的规定等。 国内环境规制的提高通过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的渠道， 提高

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削弱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 （Ｃｈｒｉｓｔａｉ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ｍａｎ，
１９８１） ［１７］。 最后， ＲＴＡｓ 中有关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 以及环境和污染问题的争

端解决机制和违反环境规定提供补偿或报复的国际补救措施， 给缔约方带来履约

压力， 提高了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实施的有效性。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第一个

假说。
假说 １：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会减少缔约方之间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会从促进和抑制两个相反的方向影响绿色产品的出口。 一

方面，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通过成本效应提高了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贸易壁垒。 一般

情况下， 企业会在生产技术、 资源配置和消费者偏好给定的前提下做出最优决策，
而环境规制的引入只会增加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 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

力 （Ｇｏｌｌｏｐ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１９８３） ［１８］。 尤其是对环境友好型绿色产品而言， 其在生产

过程中需要环保要素投入、 环保生产设备以及较高的技术水平。 当 ＲＴＡｓ 中纳入越

来越多的环境规则时， 为了满足更高水平和更加复杂的环保标准， 企业需要额外的

成本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流程优化。 此外， 为满足环保标准要求， 企业也必须

为环境检验和认证等程序支付额外的费用， 这也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尤其

是当不同国家对环境产品的分类、 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不一致时， 复杂的认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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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直接提高了出口的难度和壁垒。 因此，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

绿色产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绿色产品的竞争力， 促进绿

色产品的出口。 根据波特假说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１９］， 合理的环境

规制可能会促使受影响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改进技术， 带来企业的创新补偿效

应， 从而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企业的 “遵循成本”。 因此，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不

断提高有望推动企业加速创新， 从而补偿甚至超过遵守新环境法规的成本， 提高绿

色部门的竞争力、 市场份额和出口。 此外，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中有关环境产品的条款

会引导缔约方在贸易时更多地出口绿色产品， 增加绿色产品的贸易规模和种类

（Ｂｒａｎ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因此，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对绿色产品出口的最终影响取决于

促进和抑制这两个相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 鉴于环境规则对绿色产品竞争力的预期

影响，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２：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会影响缔约方之间的绿色产品贸易， 但影响方向

并不确定。
作为典型的边境后措施， 环境规则能否被切实执行及其贸易效应的发挥与缔约

方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质量和制度执行能力密切相关。 首先， 处在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 产业结构和环境标准。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发达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使国家成

功越过拐点到达 “倒 Ｕ 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２０］。 因此， 发达国家更有意愿和能力去遵守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 并不断推

动 ＲＴＡｓ 纳入更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条款。 其次，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贸易的影响可能

取决于进出口国的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高的国家倾向于具有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结

构， 也更容易遵守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定， 并调整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 （Ｂｒａｎ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此外， 由于创新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当国家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转型时， 需要付出极高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Ｕｎｒｕ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Ｈｅｒｍｏｓｉｌｌａ， ２００６） ［２１］。 因此， 如果缔约方本身的环境质量较高且处在绿色经济的

发展路径上， 其遵守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成本会相对降低， 进而增强环境规则的作

用。 最后， 环境规则对贸易的影响还取决于缔约方能否切实履行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承

诺。 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 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和环境质量的检测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承诺能否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对外贸

易中落实， 还与缔约方国内的制度执行和监管能力密切相关。 尤其是在判断企业的

污染水平和产品的环保标准时， 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 认证等程序更需要严格的监

管和落实。 因此， 缔约方内部的制度质量和 ＲＴＡｓ 中环境承诺的落实密切相关。 基

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３：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效应受缔约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质量

和制度质量的影响。
（二）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

特定国家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贸易不仅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缔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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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有关， 还和这两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

规则有关。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２２］， 环境监管相对

宽松的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会吸引有害环境的生产阶段从环境

监管严格的国家向国内转移。 与此对应， 由于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提高了缔约方之

间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 因此当进出口国和第三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含有更多的环

境规则时， 进出口国和第三国环境产品的贸易成本上升。 相比之下， 进出口国之间

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相对被削弱， 从而激励

进出口国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贸易。 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第四个

假说。
假说 ４： ＲＴＡｓ 缔约方与非缔约方签订含有更多或者深度增加的环境条款的

ＲＴＡｓ 会影响缔约方之间的贸易。

三、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对缔约方贸易的影响， 本文借鉴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１７） ［２３］构建如下贸易引力模型：
Ｙｉｊｔ ＝ ｅｘｐ｛α０ ＋ α１ ＥＮＶｉｊｔ ＋ β Ｘ ｉｊｔ ＋ θｉｔ ＋ θ ｊｔ ＋ θｉｊ｝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代表出口国， ｊ代表进口国， ｔ表示贸易发生的年份。 Ｙｉｊｔ 表示出口贸

易额。 ＥＮＶｉｊｔ 表示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的深度。 Ｘ ｉｊｔ 是控制变量的集合。 θｉｔ 和 θ ｊｔ 分别是出

口国—年份和进口国—年份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出口国和进口国随时间变化的因

素对贸易的影响。 θ ｉｊ 是出口国—进口国国家对固定效应， 不仅可以控制进出口国

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而且可以减轻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２４］ 。 由于各国更有可能与它们的 “自然” 贸易

伙伴签署 ＲＴＡｓ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５］ ， 国家对固定效应的引入可以有效控制共同

影响双边贸易和缔结 ＲＴＡｓ 的因素， 降低遗漏变量对因果效应识别的潜在影响。
ε ｉｊｔ是随机扰动项。

进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受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的影

响， 还可能受进出口国和第三国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影响。 为了对环境规则

的政策溢出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检验， 本文参考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１７） 关于贸易

转移效应方程的设定形式， 构建衡量环境规则贸易转移效应的回归模型：
Ｙｉｊｔ ＝ ｅｘｐ ｛α０ ＋ α１ ＥＮＶｉｊｔ ＋ α２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ｉ －ｊｔ ＋ α３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ｉｊｔ ＋ β Ｘ ｉｊｔ

＋ θｉｔ ＋ θ ｊｔ ＋ θｉｊ｝ ＋ εｉｊｔ （２）
其中，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ｉ －ｊｔ ＝
∑
ｍ Ｘ ｉｍ（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ＥＮＶｉｍｔ

∑
ｍ Ｘ ｉｍ（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 ｍ ≠ ｊ （３）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ｉｊｔ ＝
∑
ｖ Ｘｖｊ（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ＥＮＶｖｊｔ

∑
ｖ Ｘｖｊ（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 ｖ ≠ 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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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３） 中的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ｉ －ｊｔ 指 ｔ 年出口国 ｉ 与进口国 ｊ 之外的所有国家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的加权， 权重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 ｉ 国对除了 ｊ 国之外的其他国

家的出口总额①。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ｉ －ｊｔ 的数值越大， 表示出口国 ｉ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缔

结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越深， 出口国 ｉ 向其他国家出口时面临的总体环境约束

越大。 同理， 式 （４） 中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ｉｊｔ 指 ｔ 年进口国 ｊ 与出口国 ｉ 之外的所有国家签

订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的加权， 权重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 ｊ 国从 ｉ 国之外的其他国

家的进口总额。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ｉｊｔ 的数值越大， 表示进口国 ｊ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缔结

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越深， 进口国 ｊ 从其他国家进口时面临的总体环境约束越

大。 由于贸易数据中存在较多的零贸易值以及异方差问题， 本文借鉴 Ｓｉｌｖａ 和 Ｔｅｎ⁃
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６） ［２６］的做法， 使用泊松拟最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的方法， 对计量模型

进行估计。
（二）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 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分类

依据来自 Ｌｏｗ 和 Ｙｅａｔｓ （１９９２） ［２７］， 该分类将污染部门定义为造成最高水平污染排

放和为了减少污染花费最多的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１ 三位码部门。 本文利用世界综合贸易解

决方案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Ｓ） 提供的对照表， 将其转化为 ＨＳ６
位码产品， 并与 ＢＡＣＩ 数据库进行匹配， 通过加总得到国家对之间的污染密集型产

品出口数据。
绿色产品指对环境有利的、 致力于解决或补救环境问题的所有产品和技术， 如

污染控制、 废弃物管理等。 尽管诸如 ＷＴ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以及

ＡＰＥＣ 等国际性组织和机构均提出了关于绿色产品的清单， 但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一

致公认的环境产品清单。 截至目前， ＯＥＣＤ 和 ＡＰＥＣ 关于绿色产品的清单被认为是

“最被普遍接受的清单” （Ｚｕｇｒａｖｕ⁃Ｓｏｉｌｉｔａ， ２０１８） ［２８］。 因此， 本文对绿色产品的分

类也以此为依据， 共包含 １４１ 类 ＨＳ６ 位码产品。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ＲＴＡｓ 垂直深度数据库 （Ｍａｔｔｏ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通过对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７９ 个已生效的 ＲＴＡｓ 中有关环境保护条款的

文本进行分析和统计， 该数据库共识别出 ４８ 类环境规则条款②。 本文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提出的 “条款计数法”， 计算了 １７６ 个国家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缔结且仍

处于有效状态的 ＲＴＡｓ 的环境条款深度， 计算方法如下：

ＥＮＶ ＝ ∑
４８

ｋ ＝ １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 ３９ （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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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使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的贸易数据作为缔约方和非缔约方环境条款深度指数的权重， 因此为了避免内

生性问题， 本文在估计贸易转移效应时仅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环境规则条款主要涵盖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环境保护的目标和范围， 如臭氧层保护、 海洋保护、

船舶污染治理等； 第二， 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平衡； 第三， 环境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 第四， 多边环保公约的

适用性； 第五， 为实现环境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如建立政府间的环境委员会， 设立环境论坛等。



其中， ｋ 表示 ＲＴＡｓ 中的 ４８ 类环境规则条款，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

某一个 ＲＴＡｓ 中包含某个特定的环境规则条款， 则将其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因此，
依次将 ４８ 项环境规则条款的赋值加总， 并赋予每一项条款相同的权重， 就可以得

到 ＲＴＡｓ 的环境条款深度指数 ＥＮＶ 。 由于样本中的 ＲＴＡｓ 最多包含 ３９ 项环境规则

条款， 因此本文通过加权的方式对环境条款深度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结果更便于解

释和分析。 环境条款深度指数越高， 说明该 ＲＴＡｓ 覆盖的环境条款数量越多， 在环

境方面的约束力越强 （Ｂｒａｎ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３􀆰 控制变量

在 ＲＴＡｓ 不断向边境后政策协调拓展的背景下， ＲＴＡｓ 的条款深度和条款异质

性都会对国家间的贸易产生深刻影响 （Ｄü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因此， 本文加入了如下

控制变量。
一是 ＲＴＡｓ 在环境之外的其他 １８ 个政策领域①的总深度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用来控制

ＲＴＡｓ 在其他政策领域的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 计算方法为：

ＤＥＰＴＨ ＝ ∑
１８

ｈ ＝ １
∑

ｎ

ｋ ＝ １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 ６０５ （６）

其中， ｈ 指 ＲＴＡｓ 覆盖的环境之外的其他 １８ 个政策领域。 ｋ 表示 ＲＴＡｓ 在某个政
策领域内某项具体的条款，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 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 ＲＴＡｓ 中包含某政策领

域内的某项特定条款， 则将其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总深度指数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的 ＲＴＡｓ 垂直深度数据库。
二是进出口国之间是否存在 ＲＴＡｓ 的虚拟变量 ＲＴＡｉｊｔ ， 用来控制缔结 ＲＴＡｓ 对

缔约方贸易的整体影响。 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 的 ＲＴＡ 数据库。
在衡量贸易转移效应的方程中， 为了控制进出口国和其他国家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

环境之外的规则深度对贸易的影响， 本文又加入了出口国和进口国与所有第三国缔

结的 ＲＴＡｓ 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总深度指数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ｉ －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Ｊ －ｉｊｔ 。 计算

方法为：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ｉ －ｊｔ ＝
∑
ｍ

Ｘ ｉｍ（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ＤＥＰＴＨｉｍｔ

∑
ｍ

Ｘ ｉｍ（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 ｍ ≠ ｊ （７）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Ｊ －ｉｊｔ ＝
∑

ｖ
Ｘｖｊ（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ＤＥＰＴＨｖｊｔ

∑
ｖ

Ｘｖｊ（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 ｖ ≠ 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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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政策领域包括优惠关税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ｓ）、 优惠利用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出口管制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资本流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知识产权 （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签证 （Ｖｉｓａ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原产地规则 （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贸易促进和海关措施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贸易救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技术壁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 （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公共采购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补贴 （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国有企业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竞争政策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和劳动力市场法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其中， Ｘ 和 ＤＥＰＴＨ 的含义与上文保持一致， 分别代表贸易额与 ＲＴＡｓ 在环境之

外的政策领域的总深度。 表 １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ｏｔａｌ 出口总额 ４６７􀆰 ８７８ ４ ７９６􀆰 ７６６ ０ ４５６ ７７１􀆰 ６００

Ｄｉｒｔｙ 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 ８１􀆰 ４８８ ８０２􀆰 ７７８ ０ ７２ ６４８􀆰 ３１０

Ｇｒｅｅｎ 绿色产品的出口额 １７􀆰 ４０１ ２２７􀆰 ５９０ ０ １８ ２５７􀆰 ５６０

Ｏｔｈｅｒ
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

之外的其他产品的出口额
３６８􀆰 ０８３ ３ ９０１􀆰 ４３１ ０ ３９８ ２４４􀆰 ８００

ＥＮＶ
进出口国之间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

环境规则的深度
０􀆰 ０４４ ０􀆰 １３９ ０ １

ＲＴＡ 区域贸易协定虚拟变量 ０􀆰 ２３５ ０􀆰 ４２４ ０ １

ＤＥＰＴＨ
进出口国之间缔结的 ＲＴＡｓ
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总深度

０􀆰 ０４０ ０􀆰 １１１ ０ １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
出口国与所有第三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深度
０􀆰 １０９ ０􀆰 １３４ ０ ０􀆰 ６４９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进口国与所有第三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深度
０􀆰 １０６ ０􀆰 １２６ ０ ０􀆰 ６３２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Ｉ
出口国与所有第三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总深度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 ７０８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Ｊ
进口国与所有第三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总深度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 ６３１

四、 环境条款深度的贸易创造效应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环境条款深度虽然对缔约方之间

的总出口和其他产品的出口没有影响， 但是显著降低了缔约方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

和绿色产品的出口， 说明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主要通过影响环境敏感型产品的贸易

来发挥作用。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使缔约方国内的环境标准提高， 污染密集型产品

和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面临更高水平的环保标准和更加复杂的认证过程， 出口的

成本和壁垒上升， 从而出口量下降。
此外， ＲＴＡｓ 的虚拟变量 ＲＴＡ 只显著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而总深度

指数 ＤＥＰＴＨ 促进了所有组别产品的出口， 说明与传统的浅层次 ＲＴＡｓ 相比， 在更

多政策领域实现深度一体化的 ＲＴＡｓ 可以发挥更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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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Ａｓ 中边境后规则的自由化可以同时降低贸易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减少贸易

不确定性， 从而发挥更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同时， 总深度指数 ＤＥＰＴＨ 的系数大于

环境条款深度指数 ＥＮＶ 的系数， 说明在 ＲＴＡｓ 中加入环境规则并不会显著地降低缔

约方之间的贸易水平， 因此 ＲＴＡｓ 的整体贸易促进效应不一定会因为纳入环境规则

而受到损害。

表 ２　 ＲＴＡｓ环境条款深度贸易创造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Ｖ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４∗∗ －０􀆰 ３１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５） （０􀆰 ０５４） （０􀆰 １６４） （０􀆰 ０９８）

ＲＴＡ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９）

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８２∗∗ ０􀆰 ２２０∗∗∗ ０􀆰 ５２２∗∗∗ ０􀆰 ２５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６４） （０􀆰 ２０２） （０􀆰 １３８）

常数项
１６􀆰 ３３３∗∗∗ １４􀆰 ５８７∗∗∗ １３􀆰 ７０１∗∗∗ １６􀆰 １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样本数 ４９６ １７４ ４７８ ７２１ ４５０ ９４６ ４９５ ８０８

伪 Ｒ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８６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１

注： Ｔｏｔａｌ 表示总贸易， Ｄｉｒｔｙ 表示污染密集型产品， Ｇｒｅｅｎ 表示绿色产品， Ｏｔｈｅｒ 表示其他产品；∗、∗∗、∗∗∗分别代
表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是聚类在国家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中的估计结果全部控制了出
口国—年份、 进口国—年份和国家对三重固定效应。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①

本文进一步构造了包含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条款深度指数， 替换原有的核心解释

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 无论是对污染密集型产品还是绿色产品的出口而

言， 包含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条款深度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

规则条款数量越多或者法律约束力越强， 越能显著影响环境产品的出口。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 样本区间划分问题

与关税削减等边境自由化措施相比， ＲＴＡｓ 中边境后措施的生效和实施需要更

长的时间， 尤其是关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目标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才能实现。
在连续面板数据中， 环境政策和环境目标无法在一年内完全调整的特点更明显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ｌｌ， ２００５） ［２９］。 因此，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 分别以 ３ 年 （林僖和鲍晓

华， ２０１８） ［３０］、 ４ 年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３１］ 和 ５ 年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为一个区间对样本区间进行重新划分， 更好地观察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的长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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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展示了使用不同的区间划分方法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无论采

用哪种区间划分方法， 环境条款深度 ＥＮＶ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 总深度 ＤＥＰＴＨ 的系

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对环境产品出

口的抑制效应以及 ＲＴＡｓ 总深度对贸易的促进效应不会受到样本区间划分方法的影

响。 并且， 随着区间时间跨度的延长， 环境条款深度指数和总深度指数系数的绝对

值在总体上呈现出变大的趋势，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ＲＴＡｓ 中的边境后措施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表 ３　 不同样本区间下 ＲＴＡｓ环境条款深度的贸易创造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区间＝ ３ 年 区间＝ ４ 年 区间＝ ５ 年 区间＝ ３ 年 区间＝ ４ 年 区间＝ ５ 年

ＥＮＶ －０􀆰 ２２３∗∗∗ －０􀆰 １８８∗ －０􀆰 ２８１∗∗∗ －０􀆰 ４５８∗∗ －０􀆰 ４９８∗∗ －０􀆰 ５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８） （０􀆰 １８７） （０􀆰 ２０４） （０􀆰 ２３１）

ＲＴＡ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６）

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７４∗∗∗ ０􀆰 ２９５∗∗ ０􀆰 ３０６∗∗ ０􀆰 ６０８∗∗∗ ０􀆰 ６７８∗∗∗ ０􀆰 ７１９∗∗

（０􀆰 １０６）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８） （０􀆰 ２２６） （０􀆰 ２５３） （０􀆰 ２９２）

常数项
１４􀆰 ６５４∗∗∗ １４􀆰 ５６６∗∗∗ １４􀆰 ６５２∗∗∗ １３􀆰 ７８７∗∗∗ １３􀆰 ７２２∗∗∗ １３􀆰 ７９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样本数 １５８ ４４７ １１７ ５０１ ９５ ９１２ １４３ ９９２ １０６ ０００ ８６ ０９３

伪 Ｒ２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３􀆰 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 ＲＴＡｓ 的贸易效应时， 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 由于现

实世界中几乎所有影响国家间缔结 ＲＴＡｓ 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都会同时对双边贸易流

量产生影响， 因此在采用引力模型对 ＲＴＡｓ 贸易效应进行估计时， 遗漏变量偏误成

为内生性的重要来源。 本文控制出口国—年份、 进口国—年份和进出口国家对三重

固定效应， 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也是目前国内

外相关文献的常用做法 （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第二， 根据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的自然贸易伙伴假说， 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更有可能签订和深化

ＲＴＡｓ， 即 ＲＴＡｓ 和贸易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 借鉴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３２］ 的

做法， 本文在式 （１） 中加入环境条款深度的前置一期和前置二期， 来检验联立因

果问题造成的影响。 如果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严格外生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变化， 则

前置一期与前置二期的环境条款深度指数应与当期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双

边贸易流量无关。 从表 ４ 的估计结果可知， 环境条款深度 ＥＮＶ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

为负， 前置一期与前置二期的环境条款深度指数的估计系数很小且在统计上不显

著， 说明反向因果问题对本文的估计结果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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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纳入 ＲＴＡｓ环境条款深度前置项的贸易创造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９４∗∗ －０􀆰 １８５∗∗ －０􀆰 １５０∗∗ －０􀆰 １８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９０）

Ｆ１ ＥＮ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５）

Ｆ２ ＥＮ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１）

ＲＴＡ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１５∗∗∗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０􀆰 ４７４∗∗∗ ０􀆰 ４５１∗∗∗ ０􀆰 ４５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常数项
１４􀆰 ５８４∗∗∗ １４􀆰 ５８８∗∗∗ １４􀆰 ５８８∗∗∗ １３􀆰 ６６３∗∗∗ １３􀆰 ６４６∗∗∗ １３􀆰 ６４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样本数 ４２８ ０９７ ４０５ ２９１ ３９３ ８９３ ４０７ ０３２ ３８３ ８５２ ３７４ ９５１

伪 Ｒ２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３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不同类型 ＲＴＡｓ 的影响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

国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同， 因此在签订 ＲＴＡｓ 时， 其环境诉求也不尽相同。 发达

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到达拐点之后， 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 国内的环境

规制水平较高， 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也更加清洁和绿色。 相反， 发展中国家大部

分仍处于环境拐点之前的发展阶段， 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 倾向于采取宽松的国

内环境规制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因此， 本文根据进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

ＲＴＡｓ 划分为四种类型： 发达国家之间缔结的 ＲＴＡｓ、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缔结的 ＲＴＡｓ、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缔结的 ＲＴＡｓ 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缔

结的 ＲＴＡｓ，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样本回归， 分析不同类型的 ＲＴＡｓ 带来的异质性

影响。
表 ５ 和表 ６ 分别展示了不同类型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对缔约方之间污染密

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 可以发现， 环境条款深度的提升显著降低了环境

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然而， 环境条款深度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环境产

品出口影响不大， 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规始终保持较严格的高水准， 在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缔结 ＲＴＡｓ 的前后不同阶段， 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出口

时， 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不大。 此外， 环境条款深度的提高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的

绿色产品出口。 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促进了发达国家

间环境标准的互认以及认定程序的标准化， 从而降低了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贸易

壁垒， 提高了绿色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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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类型的 ＲＴＡｓ中环境条款深度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发达—发达 发达—发展中 发展中—发达 发展中—发展中

ＥＮＶ
－１􀆰 ２４６∗∗∗ －０􀆰 ３１７∗∗∗ ０􀆰 １６０ －０􀆰 ３５１∗∗∗

（０􀆰 １８０）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５）

ＲＴＡ
－０􀆰 ４７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３）

ＤＥＰＴＨ １􀆰 ６３３∗∗∗ ０􀆰 ５９７∗∗∗ ０􀆰 ０５１ ０􀆰 ４３１∗∗∗

（０􀆰 ２６４）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８）

常数项
１５􀆰 ６２０∗∗∗ １４􀆰 ３０７∗∗∗ １４􀆰 ４９９∗∗∗ １３􀆰 ７３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样本数 ２７ ８６８ ９８ ９８８ ９４ ４３７ ２５７ ２４７

伪 Ｒ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４ ０􀆰 ９７７

表 ６　 不同类型的 ＲＴＡｓ中环境条款深度对绿色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发达—发达 发达—发展中 发展中—发达 发展中—发展中

ＥＮＶ ０􀆰 ８８４∗∗∗ －０􀆰 ８７８∗∗∗ ０􀆰 ０００ －０􀆰 ７２０∗

（０􀆰 ２７１） （０􀆰 １６３） （０􀆰 ２２８） （０􀆰 ３７４）

ＲＴＡ ０􀆰 ４７５∗∗∗ －０􀆰 １１２ ０􀆰 ０８６ ０􀆰 １４３∗

（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９）

ＤＥＰＴＨ １􀆰 ５１２∗∗∗ １􀆰 ２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６１８
（０􀆰 ３５２） （０􀆰 ２４６） （０􀆰 ２８４） （０􀆰 ３７７）

常数项
１３􀆰 ８７０∗∗∗ １３􀆰 ５０６∗∗∗ １３􀆰 ８３６∗∗∗ １２􀆰 １１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３）

样本数 ２７ ６３４ ９７ ２７１ ９０ ６２７ ２３４ ６３７

伪 Ｒ２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４ ０􀆰 ９８５

２􀆰 缔约方环境质量的影响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进出口国

内部的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高、 监管框架更绿色的国家可能拥有较为清洁和环境友

好型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 而环境质量低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使用粗放的生产方

式， 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占比更高。 因此， 在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施加的外部环境压

力和贸易成本之下， 具有不同环境质量的缔约方应当有不同的反应。 为了对此进行

检验， 本文利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ＰＩ） 作为国家内部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 估计 ＲＴＡｓ 环

境规则对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贸易的影响是否受缔约方国内环境质量的

影响。 ＥＰＩ 指数根据各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对其进行打分和排名， 得分从 ０ 到

１００， 得分越高表示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 受限于 ＥＰＩ 指数的时间跨度，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８ 年的 ＥＰＩ 指数作为国家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环境质量的代表， 并根据 ＥＰＩ 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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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将国家分成两组。 其中， ＥＰＩ 指数高于中位数的国家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国内

环境质量， 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则被认为国内环境质量较差。 在此分类基础上， 通过

设置交乘项的方式， 将国内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作为控制组， 估计国家内部环境质

量在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影响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估计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环境质量对贸易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Ｖ －０􀆰 ５９８∗∗∗ －０􀆰 ５０５∗∗ －１􀆰 ０５８∗∗∗ ０􀆰 １３０ －０􀆰 ４６９∗∗ －０􀆰 ０３７
（０􀆰 １８７） （０􀆰 ２２０） （０􀆰 ２８６） （０􀆰 １９２） （０􀆰 ２１７） （０􀆰 ２９４）

ＥＮＶ×ＥＰＩ＿ＥＸ ０􀆰 ２４９∗∗∗ ０􀆰 ２６６∗∗∗ －０􀆰 ２１３∗∗ －０􀆰 ２０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０）

ＥＮＶ×ＥＰＩ＿ＩＭ ０􀆰 ２０７∗∗ ０􀆰 ２２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８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３）

ＲＴＡ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０９∗∗∗ ０􀆰 ２０６∗∗∗ ０􀆰 ２２８∗∗∗ ０􀆰 ３７８∗∗∗ ０􀆰 ４１５∗∗∗ ０􀆰 ３８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７）

常数项
１４􀆰 ６２０∗∗∗ １４􀆰 ６２０∗∗∗ １４􀆰 ６２０∗∗∗ １３􀆰 ７２６∗∗∗ １３􀆰 ７３０∗∗∗ １３􀆰 ７２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样本数 ４２７ ４７２ ４２７ ４７２ ４２７ ４７２ ４０３ ９９２ ４０３ ９９２ ４０３ ９９２

伪 Ｒ２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６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对污染密集型产品而言， 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小于环境条款深度系数

的绝对值， 说明进出口国的环境质量越低， 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下降越多。 这可

能是因为， 这些国家的生产和出口结构中， 污染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更大， 因此

在面临高标准的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时， 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下降得也更多。 对绿色

产品而言， 环境条款深度和出口国环境质量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在环境质

量更高的出口国， 绿色产品出口下降得更多。 这可能是由于绿色产品在环境质量较

高国家的生产和出口结构中占比更大， 因此受环境标准提高的影响也更大。 但是，
环境质量对绿色产品贸易的调节效应在进口国尚不存在。

３􀆰 缔约方制度质量的影响

尽管 ＲＴＡｓ 中有关环境和污染问题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有关违反环境规定提供补

偿或报复的国际补救措施会给缔约方带来履约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ＲＴＡｓ 环境

规则的有效性， 但是由于部分 ＲＴＡｓ 并没有在环境方面制定完善、 可执行的争端解

决机制， 环境规则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还和缔约方国内的制度执行和监管能力密切

相关。 尤其是在判断企业的污染水平和产品的环保标准时， 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
认证等程序更需要严格的监管和落实。 因此， 本文将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 数据库提供的监管质量指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Ｑ） 作为国家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并将其与环境条款深度指数 ＥＮ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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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乘项引入式 （１） 中， 考察国家制度质量在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影响污染密集型

产品和绿色产品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表 ８ 第 （１） — （３） 列和第 （４） — （６） 列分别汇报了进出口国的制度质量

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的调节效应。 其中， 环境条款深度和出口国制度

质量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出口国国内的监管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越强，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越容易被落实， 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时面临的环境

标准越严格， 因此出口也下降得更多。 然而， 进口国内部政策监管水平的调节效应

不明显。

表 ８　 制度质量对贸易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Ｖ
－０􀆰 ０８８ －０􀆰 １７８∗∗ －０􀆰 １０４ －０􀆰 ２６８∗∗∗ －０􀆰 ４４５∗∗∗ －０􀆰 ３３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８） （０􀆰 １１０）

ＥＮＶ×ＲＱ＿Ｅ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ＥＮＶ×ＲＱ＿ＩＭ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ＲＴＡ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２∗∗∗ ０􀆰 １８２∗∗∗ ０􀆰 ５４９∗∗∗ ０􀆰 ５７７∗∗∗ ０􀆰 ５６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６）

常数项
１４􀆰 ６５１∗∗∗ １４􀆰 ６４８∗∗∗ １４􀆰 ６５１∗∗∗ １３􀆰 ７６５∗∗∗ １３􀆰 ７６３∗∗∗ １３􀆰 ７６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样本数 ３８３ ３４７ ３８３ ６２２ ３８２ ０５４ ３６０ ６２９ ３６０ ７９８ ３５９ ４６９

伪 Ｒ２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６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４􀆰 不同类型的环境条款的影响①

为了进一步探讨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内部不同类型的条款对环境产品贸易的异

质性影响， 本文将环境规则根据条款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五个议题： 一是环境保

护的目标和范围； 二是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平衡； 三是环境规则的争端解决机

制； 四是多边环保公约的适用性； 五是为实现环境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通过构

建五个议题下的环境规则深度指数， 本文考察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则条款的异质

性影响。
结果显示，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

过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平衡、 环境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为实现环境目标所做

出的努力这三个环境议题下条款的增加来实现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对绿色产

品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 ＲＴＡｓ 中有关环境保护的目标以及多边公约对环

境保护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ＲＴＡｓ 中环境方面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促进缔

约方之间环境友好型绿色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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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环境规则贸易转移效应的讨论

众所周知， 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不仅受这两个国家之间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

款深度的影响， 还与进出口国和其他国家缔结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深度有关，
体现出环境规则的外溢效应。 因此， 为了在 ＲＴＡｓ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考察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 本文在控制多重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使用 ＰＰＭＬ 方

法对式 （２）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９ 所示。 无论是对污染密集型产品还是绿

色产品的出口， 环境条款深度指数 ＥＮＶ 的估计系数都仍然显著为负， 保持稳健。
同时，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出口国 ｉ 与第三国签订了包含更多

环境规则的 ＲＴＡｓ 之后， 出口国 ｉ 面临的总体环境约束不断增加， 向其他国家出

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显著上升， 从而使其污染密

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出口转移到进口国 ｊ ， 呈现出正向的贸易转移效应。 此

外， 对于污染密集型产品而言，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说明进口国签订

的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带来的总体环境约束不会对该国的污染品进口产生显著影

响。 而对于绿色产品而言，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当进口国 ｊ 与越

来越多的国家签订含有更多环境规则的 ＲＴＡｓ 时， 来自第三国的绿色产品进口壁

垒上升， 而为了满足国内的绿色产品消费需求， 进口国 ｊ 需要从出口国 ｉ 进口更

多的绿色产品。

表 ９　 ＲＴＡｓ环境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Ｄｉｒ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Ｖ －０􀆰 ０９９∗ －０􀆰 １３９∗∗ －０􀆰 ０６８∗ －０􀆰 ３３７∗∗∗ －０􀆰 １５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９）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 ２􀆰 ３５８∗∗∗ ２􀆰 ３９５∗∗∗ １􀆰 ６５１∗∗ １􀆰 ８１２∗∗

（０􀆰 ５０８） （０􀆰 ５０９） （０􀆰 ７５９） （０􀆰 ７５４）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０􀆰 ４９９ ０􀆰 ６７９ ２􀆰 ８１８∗∗∗ ２􀆰 ８６１∗∗∗

（０􀆰 ５７１） （０􀆰 ５６８） （０􀆰 ６５８） （０􀆰 ６５８）

ＲＴＡ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ＤＥＰＴＨ ０􀆰 ２６２∗∗∗ ０􀆰 １４７∗ ０􀆰 １１２ ０􀆰 ４６５∗∗∗ ０􀆰 ２８８∗∗∗ ０􀆰 ２１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８）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Ｉ ０􀆰 ４５２ ０􀆰 ９８９∗∗∗ ０􀆰 ３１０ －２􀆰 ２０１∗∗∗ －０􀆰 ４９７∗∗ －２􀆰 ３４０∗∗∗

（０􀆰 ６１１） （０􀆰 ２２２） （０􀆰 ６０９） （０􀆰 ７９０） （０􀆰 ２４９） （０􀆰 ７８８）

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ＴＨＪ ０􀆰 ０７３ －２􀆰 ２３５∗∗∗ －２􀆰 ２６８∗∗∗ －０􀆰 ４８４∗∗ －３􀆰 ２６２∗∗∗ －３􀆰 ２８７∗∗∗

（０􀆰 １７７） （０􀆰 ５１４） （０􀆰 ５１５） （０􀆰 １９５） （０􀆰 ６５６） （０􀆰 ６５５）

常数项
１４􀆰 ４５１∗∗∗ １４􀆰 ４０１∗∗∗ １４􀆰 ３８５∗∗∗ １３􀆰 ８６５∗∗∗ １３􀆰 ８５０∗∗∗ １３􀆰 ７９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３）

样本数 ４２５ ２３２ ４２５ ２３２ ４２５ ２３２ ３９９ ７２４ ３９９ ７２４ ３９９ ７２４

伪 Ｒ２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７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２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需要注意的是， 衡量贸易转移效应的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 和 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Ｊ 的系数之和大于

环境条款深度 ＥＮＶ 的系数， 说明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贸

易转移效应超过了贸易创造效应。 可见， 各国在缔结含有环境规则的 ＲＴＡｓ 时， 不

仅要关注某个特定的 ＲＴＡｓ 及其环境规则带来的影响， 更要树立全局观念， 从整体

上评估缔结 ＲＴＡｓ 对潜在伙伴国和原有伙伴国的影响。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ＲＴＡｓ 深度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背景， 本文系统考察了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

度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 通过将 ＲＴＡｓ 环境条款深度纳入估计

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回归方程， 本文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ＲＴＡｓ 的深

度一体化发挥了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且这种效应在总出口和区分出口产品种类的

情况下仍然保持显著。 第二， ＲＴＡｓ 中环境条款深度的提高显著抑制了污染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 但除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之外， 并没有促进绿色产品的出口， 反而

因为环境规则的深化降低了缔约方之间绿色产品的贸易。 第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和其他边境后政策领域的深度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效应不断增强。
第四，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在影响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出口时， 会受到缔约方

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质量和制度质量的影响。 第五， 缔约方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和

绿色产品的出口不仅与贸易双方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深度密切相关， 还和他

们与第三方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条款深度密切相关。
根据以上发现，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中国应继续积极融入全球高标

准区域贸易协定网络， 深入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环境规则， 努力将外部环境规则压力

转化为产业结构优化、 绿色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动力， 更大程度上减少高污染、 高排

放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二， 提升我国在制定 ＲＴＡｓ 时的话语权， 尽

量降低和避免 ＲＴＡｓ 中的环境规则和绿色壁垒给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带来的额外

成本。 第三， 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的优势，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的革新与

标准化， 从内部突破技术壁垒。 只有真正跨越 “倒 Ｕ 型” 环境库尼涅茨曲线的拐

点，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 ＲＴＡｓ 中环境规则对绿色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 第四， 鉴于

ＲＴＡｓ 环境规则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具有贸易转移效应， 我国在完善和发

展 ＲＴＡｓ 网络时， 应妥善处理好与不同国家签署 ＲＴＡｓ 带来的环境规则差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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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ＣＨＲＩＳＴＡＩＮＳＥＮ Ｇ Ｂ， ＨＡＶＥＭＡＮ Ｒ 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１， ７１ （２）： ３２０－３２５􀆰

［１８］ ＧＯＬＬＯＰ Ｆ 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Ｍ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８３， ９１ （４）： ６５４－６７４􀆰

［１９］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４）： ９７－１１８􀆰

［２０］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 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１１２： ３５３－３７８􀆰

［２１］ ＵＮＲＵＨ Ｇ Ｃ，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ＨＥＲＭＯＳＩＬＬＡ Ｊ􀆰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ｃｋ － ｉｎ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６， ３４

（１０）： １１８５－１１９７􀆰

［２２］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Ｂ Ｒ，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Ｓ􀆰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４， １０９ （３）： ７５５－７８７􀆰

［２３］ ＭＡＴＴＯＯ Ａ， ＭＵＬＡＢＤＩＣ Ａ， ＲＵＴＡ Ｍ􀆰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ｅ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Ｎｏ． ８２０６􀆰

［２４］ ＢＡＩＥＲ Ｓ 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 Ｈ􀆰 Ｄｏ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１）： ７２－９５􀆰

［２５］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１， ７６ （６）： ５－２５．

［２６］ ＳＩＬＶＡ Ｊ Ｍ Ｃ Ｓ，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Ｓ􀆰 Ｔｈｅ Ｌｏｇ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８８

（４）： ６４１－６５８􀆰

［２７］ ＬＯＷ Ｐ， ＹＥＡＴＳ Ａ􀆰 Ｄｏ “Ｄｉｒ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９９２， Ｎｏ．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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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ＺＵＧＲＡＶＵ－ＳＯＩＬＩＴＡ 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２０ （４）： ７８５
－８２７􀆰

［２９］ ＣＨＥＮＧ Ｉ Ｈ， ＷＡＬＬ Ｈ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ｔ􀆰 Ｌｏｕｉｓ， ２００５， １： ４９－６３􀆰

［３０］ 林僖， 鲍晓华 􀆰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Ｊ］ ． 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１）： １６９－１８２􀆰

［３１］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Ｅ， ＹＯＴＯＶ Ｙ Ｖ􀆰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９９： ２７９－２９８􀆰

［３２］ ＢＡＩＥＲ Ｓ 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 Ｈ， ＦＥＮＧ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９３ （２）： ３３９－３５０􀆰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Ｕ Ｄａｈａｉ　 ＣＡＯ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ＴＡ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ＲＴＡｓ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ＴＡ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ｔ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ｅ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责任编辑　 张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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